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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当代先锋写作
———先锋作家的文革叙事策略及文学价值

沈杏培

［摘　 要］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其“文革”叙事具有明显区别于此前小说的叙事策略

和精神指向。先锋小说主题层面不再是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在

叙事策略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或荒诞变形的历史，文革由

写实转向心理化、寓言化和象征化。在价值意义上，先锋作家的叙述重心与叙述意图落在对特定历史

背景下人的文革创伤心理与精神困境的深度开掘上，通过荒诞狂欢的语词与隐喻多义的文本，建构了

一代人真实的文化记忆与心理创伤。

［关键词］　 先锋作家；文革叙事；心理创伤

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一文中这样描述作家与其书写对象的关系：“从史诗的角度看，生存是一

片海洋。再没有比海洋更像史诗的了。当然，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面对海洋———比如，躺在沙滩

上，听浪花拍岸，或者收集被海水冲上来的贝壳。史诗作者正是这么做的。你也可以泛舟海中。”①本

雅明的这番话揭示出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形态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普遍性原因：那就是不

同的切入现实的方式以及纷呈的表现形态成就了艺术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同样，作为历史对象的

“文革”，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笔下，因为视角的不同、表现手法和叙述重心的差异，而使文革呈现

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在文学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 １９８５ 年，当代作家的文革书写及其叙事也经历着

一种深刻的变化，自此开始，“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

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②。那么，先锋作家如何叙述文革，

启用了哪些文学策略，这些独特修辞下的文革叙事对于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

义，这正是本文试图考察的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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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诡异的形式策略：独特叙事策略操持下的文革经验

中国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先锋文学或先锋小说，从概念、内涵到外延是一个长久以来备受争议

的文学语汇与文学现象。从词源的源头意义与内涵认定上，我比较倾向于欧仁·尤奈斯库所界定的

“执著于艺术探索的艺术与文化中的先驱现象”①的意义。所谓先锋小说是指那些与西方现代哲学

思潮、美学思潮以及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并且在其影响之下的一批文学创作②，创作主体的

内心思想和审美观念具有超前性、开创性、独异性③等禀性的小说。从所涉猎的所谓先锋作家来看，

主要包括：１９８５ 年开始以别致的先锋姿态亮相文坛的马原、残雪，以及马原之后以鲜明的叙事风格和

革新精神出现的更为年轻的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洪峰等。

先锋作家出场的语境是新时期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国家意识形态和

主流话语规范趋于宽松，社会语境趋于多元，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逐渐复苏，作家们甚至也在惊

呼“进入了一个文学试验的时代”④。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叙事发生变革的背景下，“文革”的小说书写

及其叙事必然发生惊天逆转。先锋作家不同于“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群，后二者在文革后很快进入

社会体制与序列，获得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他们的文学书写也很快获得主流认可和经典地

位，而先锋作家不同，尽管他们中的少数具有知青经验（如马原）与文学渊源（叶兆言），但总体上他们

是历史暴政的非亲历者或边缘者。这种历史的匮乏，部分地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资源与文学书写难以

匹敌于前辈作家。先锋作家以群体性的荒诞叙事重新整理和叙述着他们的文革体验，他们也正是在

前辈作家现实主义的忠实践履和温文尔雅的叙事风格中开始游离和挥戈一击的。

首先，历史的文革转变为故事的文革。讲述“文革”并不是先锋小说的专属，先锋作家的前辈们

早已将这个题材与故事讲得丰富而多姿，因而，面对这个无法绕过的写作矿藏和民族精神内伤，如何

叙述，如何切入，成了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先锋小说之前的小说中，“文革”更多时候是作为异

质于历史正途的历史，所谓历史进程中的弯路或错误发动的历史运动。因而，对它的历史起源、责任

归咎和暴虐与残酷的政治场景与非人性本质的书写，成为伤痕、反思小说的写作重心。那么，先锋作

家该如何建构新的叙事法则？

这种建构首先就表现为由作为历史的文革向故事的文革的转变。在此之前，“文革”在小说中是

被当作一种实在“历史”或曰本质化的历史来处理的，既有对历史起源的考释，也有正义与反动的价

值判断，也有历史主体的反思。尽管这段历史是被当作错误与黑暗来处理，但总体上作为历史的完

整性、真实性在作家笔下得到了切近历史真相的书写。然而到了先锋作家这儿，他们放弃了对历史

正义与谬误的正面、直接的追问，不再以历史的代言人自居，文革往事与文革经验成了一种故事性的

素材与碎片化的情节片段。在先锋小说中，文革的大历史消失了，我们看到的是文革后半期知青躁

动、阴郁的生活场景（《错误》、《上下都很平坦》）、疯子在想象中集施虐和受虐于一身的自戕（《一九

八六年》）、个体在文革中成长的暴力或阴郁的场景（《桑园留念》《舒家兄弟》）、梦境一般荒诞、无序

的黄泥街人的生存现实（《黄泥街》）。从叙事的方法来看，小说在文本层面直接出现具有“讲故事”

标识的语汇，如“这个故事比较更残酷的一面我留在后边，我首先想的是这样可以吊吊读者的胃口”

１５５

①
②
③
④

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５ 页。
李兆忠：《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第 １３ 页。
冯骥才：《面对文学试验的时代》，《文艺报》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马原《错误》）。从这些故事化的文革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大历史的客观的文革被个体成长的经

验、情绪化的历史所取代，文革更趋向于经验化、个体化、碎片化，而且关注文革暴政所造就的心理结

构、人格症候与人性变异。这种倾向无论是《一九八六年》还是《黄泥街》都表现得极为充分。

文革成为故事后，对于小说来说，如何讲述故事便成了作家关注的焦点。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些

文革题材小说中，故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处理这些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凝聚的文化心理、历史

暴政与象征隐喻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当然，以变革文学叙事和进行文体试验为最大能事的先锋小

说，常常又是在形式和叙事的层面进行着巴特所说的“不及物”书写的，也就是说故事很多时候又是

服从于叙事的，叙事和语词的狂欢是先锋小说的首要目的。

其次，整体性的文革趋向零散化的文革。先锋作家借助于拼贴与碎片化的叙事策略，使规则化、整

体性的文革走向零散化和非逻辑化。在他们笔下，具有后现代主义印记的拼凑、并置、碎片化的手法被

大量应用，以此构置了具有独特风格和意蕴的文本世界。如马原的《错误》典型地采用了此法。小说描

写的是知青时代后期的生活。小说围绕着这样几个故事片段：遗失军帽、搜寻军帽、与黑枣打架双双致

残、怀疑并打残二狗、江梅生子、赵老屁失踪。小说在短小篇幅中置放了这些情节与内容，片段与片段间

呈现时并未按正常的事理与逻辑顺序，前后顺序与因果关系被打乱，故事片段杂乱地呈现，通过大量“又

是后话，后话不提”、“我刚才忘了叙述一个比较关键的细节”等具有预叙、插叙或补叙功能的语汇随时

中断或随时补充那些关键性的情节，通过这种中断有意地延宕故事秘密的揭晓，并在必要的时候让真相

大白，读《错误》你不得不惊叹于这个“玩弄圈套的老手”（吴亮语）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可以这样说，先锋小说并非绝对玩弄技巧和沉迷形式，这些小说的故事性也很强，但不同的是，

讲故事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好的故事甚至故事串被叙述者强行打乱了发展逻辑和先后顺

序，通过拼贴、并置重新组合故事的呈现方式，因而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在重构故事的呈现形态之后获

得了较强的悬念感和新奇感，虽带来阅读上的反复揣摩和频频回顾的劳累，这种叙述策略的应用主

导着小说的逻辑进展和牵引着读者的审美期待，形成了崭新的审美效果。

在先锋作家这儿，历史被拼贴，也是被碎片化的。文革历史不再是作为一段善恶分明、因果相承的

整体性历史，历史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中，刑罚专家和陌生人眼中的历史凝聚在

四个历史时间节点上，对往事的回首意味着对这四个时间及其行为客体依次实施车裂、宫刑、腰斩和棒

击的历史回顾。刑罚专家眼里的历史并不是完整的，他惶惑不安和戮力而为的是要完成刑罚的完整性，

他的自缢身亡是在连缀历史之于刑罚或刑罚之于历史的完整性。而残雪更是将恶浊的现实图景、荒诞

的梦境与恐怖的历史记忆化作一个个梦幻般污秽、灰暗、离奇的片段。这些片段又是由大量破败、恶心

的意象组成。在《黄泥街》《苍老的浮云》中充斥着无数这种意象链：恶臭的飘着动物死尸的水沟、火葬

场、骷髅、乌鸦、蝙蝠、烂了肚子的猫、手上长满了鳞片的男孩。大量破败、灰暗而作呕的意象或物象组成

一个绝望窒息压抑无光的世界。借助于这些碎片化的无序的生活场景，残雪想要达到的是对灵魂世界

的深度开掘，以及实现她自己理想中的诗性精神和对生存的形而上的追问，“越是那些外表褴褛、猥琐、

自我囚禁、猜疑、陷害、嫉恨的角色，越是表达着内在的诗性精神……我内心的黑暗是我最爱的所在，灵

感从那里源源不断流出，所有的人物和背景都超越了世俗的美和丑、善与恶，带有形而上的意味。”①

除此，先锋小说中人物虚化，视角趋于多样化，时间错乱，结构零散，这些都加速了先锋小说在叙

事上从整体走向零散化和碎片化。叙事上的这种零散化显然打破了历史的整体性，作为历史的“文

革”也被七零八乱地嵌在这些先锋文本中。但是，由于游离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定规与方法，先锋小说

借助于这些多样化的叙事技巧达到了较为多样而丰富的文革叙事。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由于摆

１５６

①林舟：《走向纯净的虚无———对残雪的书面访谈》，《花城》２０００年第 ２期。



脱了整体性的外在制约，尤其是摆脱了特定时空的内在规约，这种碎片式的叙事法则不仅为全面表

达先锋作家的精神深度提供了有效的话语通道，还为彻底激活创作主体的想象力提供了十分广阔的

表达空间。”①

在当代文学批评格局中，先锋文学一直被置于毁誉参半的争议话语与评判中，尤其被主流话语

所诟病。根本原因是因其脱离中国文化语境一味追求形式与技巧的花样翻新，迷恋叙事与语言层面

的不断掘进，作为精神的先锋被形式的先锋所淹没。尽管像残雪、余华被视为是具有卡夫卡、鲁迅这

些巨匠气质的思想性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在某些方面接续了这些中外作家的思想深度和文化意识，

但作为整体的先锋作家们并未能在 ８０ 年代后半期的先锋浪潮中在文学的精神维度与文化启蒙命题

上形成具有集束效应与规模的力量与合力，在形式主义的迷津与游戏中纵情驰骋后，这些昔日顽童

很快如鸟兽散，转型的转型，隐匿的隐匿，这是先锋作家的轨迹，也是他们的历史宿命。

二、形式先锋的精神指向：文革创伤与精神困境的深度开掘

文革叙事发展到先锋作家这儿，无论是作为全部事情的“故事”，还是呈现这些事情的书面语言

即热奈特所说的“叙事”，讲述这些故事的行为与方式，即“叙述”②，包括所有的叙述行为所具有的叙

述重心或叙述意图，都发生了极大的逆转。如果说前面我们知道了先锋小说如何叙述文革，那么我

们应该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叙述，从哪些方面叙述了文革，这种叙事又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或思

想史的意义？

（一） 内在价值追寻：文革创伤和历史暴政的深度开掘

在谈到《一九八六年》这篇中篇小说的创作时，余华对小说的现实原型、疯子形象和文革记忆做

了解释，他说文革后，“我去峨眉山、去杭州灵隐这些地方游玩时也都能够看到，有些‘文革’中被迫害

成精神病的人，他们还在那儿读毛主席语录，喊‘打倒刘少奇’之类的口号。我估计他们的一生可能

就这样度过了，疯了啊……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的人来写‘文革’。对他们来说，‘文革’永远不会过

去，或者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来说，‘文革’也永远不会过去的。”③与右派与知青群体不同，文革开

始时余华这代作家还很年幼（余华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文革记忆相对模糊，余华也曾不止一次说到文革

中的大字报催生了他最初的文学想象，面对文革这份模糊却在精神与文化脉络上难以回避的遗产，

余华和余华们该如何去面对？

“八六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作家比较关注写作题材的时代，我也不能免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

直想写‘文革’，但一直写不了……我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别人都没有的方式来表达‘文革’，所以那

不是我的记忆。”④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记忆和文革往事还是很深地逼迫着作家的神经，在“怎么

写”大于“写什么”的变革时代中，余华同样面临着“如何说”以及如何说才别具意味和自成一家的焦

虑，于是在《一九八六年》中余华采用了一种“别人都没有”的“独特的方式”叙述文革。这里的所谓

独特方式是后来被批评家们所指出的所谓“寓言化”或具有“寓言倾向”的方式。不仅如此，先锋作家

作为一个群体，实际上共享着文革这一共同的文化记忆与心理创伤，正如赵毅衡所指出的，“１９８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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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先锋派作家，多是文革中长大的知青代。文革的经验是他们作品中或隐或现但无法摆脱的大背

景。”因而，残雪、莫言的一些小说，“或许不在写文革题材，但文革鬼气森然。”①

于是，一方面是文革经验和文革记忆如影随形、缠绕纠结，另一方面又得考虑如何写才能不落俗

套，不落入前辈在这题材上已经形成的叙事范式和书写陈规，被视为“弑父式”写作的先锋作家们便

在这一写作困境前启动了他们的创世与创制之旅———这也即本雅明意义上的写作：“写小说，就意味

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不可测度的一面推向极端。”②先锋作家首先在“独特的表现方式”和对文革

经验的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而所谓革新便是将他们的中国故事置放在从异域引进的具有后现

代主义倾向的形式技巧上。于是，马原在他的叙事圈套中打碎历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将历史碎片

组装、拼贴起来呈现，《错误》《旧死》即是明证；余华在《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年》中借助高度寓言

化、象征化的历史教师、自戕与施虐、刑罚组成的暴力与血腥场景，深入历史与人性深处探寻暴力的

起源和历史的本相；格非则在《追忆乌攸先生》中用浓缩了历史记忆的碎片化的历史图景，寓言化地

指陈着威权政治和荒诞现实；残雪则在她《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的灵异世界中，用

夸张、变形、象征的手法执着于灵魂世界的艰难探寻。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技巧，使当代作家对文革的表现在先锋作家这儿成了分水岭，文革叙

事至此也获得了迥异于“伤痕”、“反思”小说的叙事方式和美学特色。这也直接造成了文革叙事在表

意功能上由传统写实为特征的状物抒情议事的方向转为高度的隐喻和象征。这种变化现在看来并

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 １９８０ 年代文学急剧转型的时代，现实主义为根基的文学有朝一日竟变成了

《黄泥街》、《山上的小屋》这种没有中心、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充斥着怪异、污秽、混乱的文学，人们

审美的神经必然要受到重创。“传统小说寄寓于总体性的叙述结构中的世界意义也在此同时被打

碎，被瓦解。在某种程度上，叙述的隐喻化更接近于人类原初的时间感受。”③可以说，借助于隐喻与

象征，先锋作家在他们碎片化、零散化、模糊化的文革叙事中传达出他们对历史与人性的理解。客观

地讲，先锋作家是一群一度迷恋形式与语言，甚至将之主义或本位化的顽童们，但他们对形式的痴迷

并未让其在精神深度与批判力量上毫无是处。他们的创新体现在对人性的勘察，对历史暴政的开

掘，对生存本相的追寻，对文革梦魇笼罩下的生存世相，以及文革暴政迫害、浸淫下的扭曲变态受伤

的人物灵魂、人格变异的图绘上。概而言之，他们对文革造成的创伤性的民众心理与异化人格进行

了别致而深刻的表现。这些价值诉求与思想意义也许并非是先锋作家刻意为之的，但确确实实构成

了他们小说叙事的深层价值结构。

（二） 鲁迅命题的当代承传：国民性精神创伤的深度指陈

对于先锋作家来说，他们实际失去了对作为大历史的“文革”进行道德与历史化评价的兴趣。先

锋作家们所要做的是将文革作为一种背景化或环境化的生存道具，尽管很多小说也会出现文革的场

景或文革的语汇，但他们的重心和兴趣显然是在一种非理性的荒诞或混乱的环境中书写创伤性心理

与扭曲人格。这种创伤性的人格症候不仅是个体的，更是群体的。这种病态性的群体人格，让我们

看到了鲁迅开创的庸众和看客的重要意象和思想命题。比如《一九八六年》中以疯子的女儿视角描

写群众争相观看疯子对自己施行劓刑的场景，小说除了写疯子原来的妻子和女儿在他到达小镇后的

恐惧、不安、躲避和故作镇静外，还对疯子用种种酷刑自戕后被群众“瞻仰”和“消遣”的场景作了很大

篇幅的描写，从白天到晚上，从餐桌旁和辉煌的街道上，从父母到孩子，这种瞻仰或遗忘残暴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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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让人触目惊心。在格非《追忆乌攸先生》中，为了观看枪毙乌攸先生，人们赶往“三十里以外的地

方去”、“有一个小媳妇从村东跑到村西，她一路叫着”，守林人在叙述乌攸先生死前的情形时“依旧十

分激动”，三个前来调查的警察从守林人这边获得相关真相后，“他们竟乐得跳起狐步舞来”。而作为

杏子被头领强奸致死这一真相唯一目击者的小脚女人，面对那个充满暴力的性侵犯的场景时：“当她

看见头领剥了杏子的衣服，最后扯下了那条白三角裤时，她激动得哭了。”这里，群众成了现代生活中

失去历史感和道德感的麻木看客，群众精神的麻木和心理的阴暗是何等的触目惊心，一幅幅民众瞩

目、围堵和狂欢的画面昭示的是民众异化和病态的精神图景，以及文革历史暴政的戕害造成的民族

群体人格。鲁迅在上个世纪初对处于文化专制与传统历史重负下的愚弱、麻木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

的鞭挞，将民众的愚昧、麻木不仁、残酷阴鸷以庸众与看客意象艺术地再现出来，这些意象具有浓厚

的文化启蒙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赎与绝望的文化心理。时隔 ７０ 余年，中国先锋作家在文革

这一历史暴政下承续了对这一主题与意象的书写，聚焦民众的行为方式及其文化人格，书写民众的

精神创伤与乖张人格。先锋作家与鲁迅这代文化先驱们不同的是，后者的文学书写使我们时时感到

在那些意象与场景中作为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焦灼不安、忧心忡忡和泣血疼痛的情感以及试图救

赎的启蒙理性，而到了先锋小说中，在这些或客观或高度变形的故事和画面中，作家的情感与评判消

隐殆尽，过于令人窒息的画面背后是作家过于冷峻和不动声色的表情与情感。

三、“新说”历史暴政：先锋作家的写作焦虑

于是，这里涉及到先锋作家如何书写创伤人格和创伤记忆的问题了。在先锋作家这儿，我们时

时能感受到他们试图用场景（画面）、语言甚至是压抑的残疾癫狂形象、无意识行为试图去唤醒或勾

勒文革暴政在文化心理与精神层面造成的创伤性记忆。残雪的小说通过杂乱、毁形的场景与意象，

又在无序、梦呓的日常语言中强行输入大量文革语汇，在《黄泥街》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文革话语与词

汇：“造反派掌权了吗？”“路线问题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占领”“革委会”“政治面貌”……人物的

对话也依稀可见文革的阴影与气息。在这里，残雪通过具有特殊年代标识的语言与对话，在一种变

形与模糊的场景中向人们复现了文革记忆与人们创伤性的心理。“残雪的小说里多少能让我们读到

传统禁锢、档案政治、告密、伪道德、谣言、异化者的镜中形象和市民群体的庄严表演，而这庄严表演

又不断露出无聊的、看客式的和慢性折磨的虐待狂意味。”①杨小滨认为文革话语凝聚了强烈的攻击

性和暴力性，在他看来“伤痕”文学虽然揭示了苦难与心灵的痛楚，苦难最终虽然也治愈了，但暴力的

基础并未触及，直到先锋文学的出现，通过对暴力秩序的毁形去关注精神创伤。“先锋派的努力就是

对原初压抑的语言性毁形，从而瓦解和抵抗对过去的霸权式的解释。于是先锋文学迫近了精神创伤

的心理状态，其中对原初暴力的追忆交织着损毁由原初暴力建立的极权秩序的狂喜。”实际上先锋小

说书写文革的极大贡献还在于颠覆和瓦解的后现代的祛魅努力，也即“以变形的、瓦解性的作品暗指

了那个暴力震撼的不透明性和时代错乱”②。

对于先锋作家来说，之所以在表现文革时呈现出这些特征与效果，从文学的角度看，是他们突破

文学旧有陈规，在艺术上不断开掘创新的结果。先锋作家们摒弃了原有关于现实、真实的文学观念

以及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霸权地位，切断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历史的简单的、直接的对应关系，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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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个体经验与历史往事，采用去道德化、去情感化的陈述型叙述姿态以及变形、夸张、碎片化的手

法隐喻、象征地实现着对历史的崭新叙述。因而可以说，崭新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来自于作家文

学观念和创作思维的变革，在先锋作家的自述文字或访谈中，我们不难读到他们的这种夫子自道：

“我从来不进行那种用初级理性来干扰的、表面意义上的构思，这是因为我一直确信，某种深层的东

西的力量要大得多。是那种东西，使得我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发声练习，至今仍然乐此不疲。”①“当我

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中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

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

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②旧有真实观以及现实主义的刻板、“初级理性”的创作方法

唾弃后，先锋作家对虚构和想象便格外推崇起来，在他们看来，“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③。正因为这

种虚构的热情与强劲的想象，使他们获得了较大的表达自由，弥补了他们历史经验匮乏的先天缺陷，

总之，在先锋作家这些林林总总的翻新的技巧之外，笔者能感受到作家在表达文革时的那份痛

苦、滞涩和突破滞涩的尝试，在这些崭新的文革表述中笔者能读到与他们生命记忆与文化身份相关

的那种体验与焦虑。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他们更加注重人的精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开掘，注重对

作为事情和物象的历史的提纯，并对历史暴虐、血腥的本质进行无情揭示，注重书写处于历史暴政和

文革钳制下的扭曲、创伤的人格与心理结构，这种书写又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写实和真实范畴，不乏想

象和虚构，从而完成他们高度象征化、隐喻化的历史批判。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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